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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参与式文化” :
粉丝文化中的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

祁志慧　 苏睿雯

摘要:媒介技术迭代演进对文化的生成具有一定更新意义,媒介化社会中粉丝文化的

多样话语实践为参与式文化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由媒介可供性与粉丝“集体智慧” 交织带

来的新可能隐喻着参与式文化的“不止于” 。 研究考察了粉丝文化在叙事、情感、策略装置

维度面向明星的话语协作与争夺实践,发现在技术革命纵深发展的数十年里,粉丝群体持

续的文化参与使粉丝从被赋能的“导电体” 转变为介入引领的“带电体” ;粉丝文化中的话

语协商从具体情境扩展到泛情境,逐步演化为对明星制造、生产以及生活的“介入” “操弄”
与“抵抗” ,支配明星劳动生产,使其参与到以粉丝为权力主体的文化实践中,形成不止于

“参与式文化” 。 在媒介技术不断演化与粉丝群体高度主动的背景下,参与式文化应当突破

想象的贫瘠,构建出更多的理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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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粉丝既属于一类群体,又作为一类社会文化的表征,互联网时代,媒介技术对粉丝文化的发展起

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 一项从媒介变迁角度阐释受众进行参与式文化的研究表明,新媒介(电

子媒介)出现后,人们不需要掠取文本重新创作,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基于集体智慧的参与[2] 。 粉丝群

体作为极具群体智慧的团体,在媒介社会中,不断形塑自身积极参与的特质,出现了介入明星生产活

动、操弄明星行为、抵抗明星产品等现象,不断迈向形塑文化及文化产品主导性生成的面向,形成不

止于“参与式文化”的可能性。
纵观全球粉丝文化,由于政治体制、文化印记、社会背景等的不同,在部分娱乐工业较为发达的

国家,粉丝在当下仍保持着高度的参与式特性。 美国娱乐工业自身具有体系化的消费市场与版权管

理,在文化场域中明星以作品知名度及自身高度行动支配占据话语主导权。 而我国的粉丝文化基于

群体内部集体智慧,在追星的叙事、情感、话语维度形成了对传统追星形式的抵抗与反叛,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塑造着粉丝与明星之间的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这样的现象迥异于一众文化产业发达的国

家,向我们提示了研究的方向。
粉丝在媒介可供性与集体智慧的双重作用下话语地位不断抬升,这对整个娱乐环境而言产生着

意义深远的影响,背后反映出粉丝与明星之间话语结构的变迁与话语空间争夺实践的革新意义。 在

粉丝与明星的互动实践过程中话语协商得以实现的因素是什么? 粉丝与明星之间的话语实践在哪

些面向上进行协商与争夺? 中国粉丝对话语空间的争夺,在什么层面上拓展了参与式文化的理论边

界?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明星与粉丝之间的话语权流转以及话语



空间的争夺,也能为延伸参与式文化理论形成有力的支撑。

二、参与式文化:粉丝文化的当代表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乔治·卢卡奇在其作品《审美特性》中提到:“如果把日常生活看

作是一条长河,那么其中分流出来的科学与艺术是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 。[3] 20 世纪,
许多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角转向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其中,粉丝文化的叙事表达、情感迸发

及话语生成作为日常生活的鲜明再现,以粉丝群体参与活动的强组织性、高影响力吸引了学界与业

界的众多关注。 因此,从参与式文化角度介入,讨论粉丝话语地位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
(一)参与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粉丝持续的文化参与

2006 年,亨利·詹金斯在《面对参与式文化的挑战:21 世纪的媒体教育》一书中首次提出参与式

文化( Participatory
 

Culture)的理论,意指其成员认为他们的贡献很重要并感受到彼此之间某种程度

的社会联系的文化[4] 。 参与式文化的核心在于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基于身份认同所进行的主动

的媒介文本创作以及交往行为的强化,是一种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媒介文化样式。 这种依

赖于文化生产形式和社会交流形式间界限模糊的文化形态[5] ,在媒体技术的巨大进步和社会环境的

变革中产生了意涵变迁。 参与式文化的外延不断从狭义的文化层面,向雷蒙·威廉斯所界定的“作

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层面拓展,呈现为当前文化和社会的“参与性转向” [6] 。 但其中一直未变的

是粉丝群体持续的文化参与,而粉丝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参与文化。
粉丝一词源于英文单词“ fans” ,詹金斯最早指出粉丝是“狂热的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

恋、仰慕或崇拜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 [5] 。 西方的粉丝研究突出该群体的社会特性,而我国对粉

丝历史的研究则是从建构主义视野出发,探究从“追星族”到“迷文化”再到“饭圈”核心概念,映射了

疾病隐喻、文化政治行动与平台经济双框架竞合、社会治理框架及国家管控显现三种图景[7] 。 尽管

蔡竺言等认为这三种图景契合了不同时代的粉丝文化话语框架,但把粉丝文化的发展历程硬性地区

分为这样三个递相衔接的阶段未必准确。 事实上,三种图景虽然依次出现,但它们的关系并不是相

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并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前后相叠的。
追星族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切入与既有缺乏生机的陈旧格局产生碰撞,国内掀起了

“追星热潮” ,这一热潮所带来的“发烧行为”导致了极力构筑虚幻的“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的背

离和疏远[8] 。 这时,追星的病理性准社会交往开始凸显,1994 年粉丝杨丽娟辍学、变卖房产、多次赴

港以极度痴迷的状态追星刘德华;迷文化阶段,网络社区的兴起,迷文化伴随着流行文化中对偶像的

崇拜,映射出粉丝作为具有高度群体心理认同的团体,指涉了深度的情绪卷入兼符号消费行为[9] ;饭
圈阶段,平台型社会到来,饭圈失范行为和价值偏差现象愈演愈烈,造成社会认同弱化、共识脱嵌等

问题,使饭圈文化形成了一种社会症候[10] 。 但与此同时,饭圈经济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的重要分支,
饭圈生态更多地为人所关注,使得饭圈文化成为一个显著的青年文化现象,在主流话语中成为被认

可和鼓励的合法性存在[11] 。 此时期,平台资本征用粉丝力量做出“数据贡献”并拓宽商业版图[12] ,
同一时期,官方力量也悄然下场,尝试借助社交媒体中的粉丝打通政府与公众沟通渠道,“微博问政”
一跃成为社会热词。 尽管平台与资本与官方力量展示出的是对粉丝群体的双重征用,但这样的征用

实际上推动了粉丝话语迈向舆论场的中心而更具有媒介可见性。
(二)从导电体到带电体:技术赋能下粉丝的文化参与

媒介技术的迭代与演进,提升了粉丝话语表达的可见性,这激发出粉丝更高的文本生产热情与

消费热情[13] 。 从前台到后台,粉丝群体以多重符号表达形式的跃迁驱动粉丝文化的繁荣,在此过程

中,粉丝主体性不断彰显,粉丝文化身份进行着创新性表征。 在粉丝文化繁荣的历程中媒介技术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 作为一种可供性( affordance) ,媒介技术具有使主体能够对技术进行创造性运用的

社会性[14] ,在社交媒介中,媒介可供性表现为: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四种形式[15] 。 这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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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粉丝文化参与的流变中十分显见。
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报纸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互联网技术尚未诞生,媒介所有

权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手中,彼时的媒介生产的内容仅供少数人狂欢,受众只能接受媒介把关后的

内容,缺乏改变单向传播格局的能力,于是粉丝开始改变对媒介内容的解读方式,从霸权解读向协商

式解读甚至抵抗式解读转变[2] 。 这一阶段的粉丝群体持有对明星崇拜、膜拜的态度,通过复制并挪

用明星文化产品的形式表达对明星的喜爱。 但由于媒介技术的难以接近性,此时的粉丝仅以强链接

关系形成对特定明星喜爱的小群体,无法触达并勾连更大范围的同好粉丝,加之此时期的粉丝以明

星产出作品的期限形成间歇的崇拜表达,从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四个方面来说,粉丝所获

得的媒介可供性都是较弱的。 但这并不影响粉丝作为积极的受众进行种类多样的文化参与。 于是,
在媒介可供性提升之前,粉丝在参与式文化中就作为一种“导电体”而存在。

进入新媒体环境,受众的自主权利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此时期的粉丝文化在可见性、可编辑、可
持续、可联系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跨越。 粉丝基于互联网技术得以“云”相聚,进行即时交流,其
中,社区内成员大规模知识聚集与加工活动被皮埃尔·利维称为“集体智慧” [16] 。 “集体智慧”概念

的诞生得以描述网络文化中权力与知识间的密切联系,此时期粉丝的参与式文化表现为群体成员因

某件事迅速聚集共同协作以应对某一问题而展现出的强可见性。 技术赋能下的实时交流速度激发

粉丝持续保持参与性,粉丝在其中呈现的交往与实践具有以集体话语表达介入明星制造、生产以及

生活过程的可能性。 于是,通过相互生产与交换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粉丝在媒介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一

种“带电体”存在。
(三)从具体情境到泛情境:粉丝文化参与的协商过程

粉丝群体的日常讨论对其文化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罗尔斯指出,“谈话是一个涉及争议和协商

的决策过程” [17] 。 通过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人们可以将自己原本模糊的立场一步步具体为明确的

态度甚至行为[18] 。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粉丝间文化讨论提供了丰富的话题,并鼓励传统媒体时代鲜

少发生的粉丝间大规模对谈成为可能,进一步产生对某明星、某粉丝文化事件的明确态度甚至采取

行为,即粉丝间的话语协商情境由具体个案转向遍地开花的泛情境。
在强调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 web2. 0 时代,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纽带,能够将个体能

量放大为社会能量[19] 。 当流量概念出现在国人视野中,粉丝已经开始借用流量为自己喜爱的明星

造势。 2014 年,我国的粉丝文化进入流量时代,“流量”成为评估明星商业价值的新计量单位,这一

年因鹿晗回国而引发的一系列粉丝非消费性实践作为开启流量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喜爱鹿晗的粉

丝基于群体间的大规模协商与对话,形成了同一微博共同留言庆祝生日的互动仪式行为。 2014 年 8
月 5 日,粉丝在鹿晗 2012 年 9 月 10 日转发自曼彻斯特联队球迷俱乐部的一条微博下累计评论量达

2 亿,创造了“微博上最多评论的博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除鹿晗之外,同时期鲜有同类大规模粉

丝与流量聚集的行为,于是,在此时期,庞大的粉丝与流量集中于知名度较高的少数明星。 无论是对

话沟通还是对明星产品的参与都集中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可见 web2. 0 时代粉丝文化参与及话语协

商还集中于具体情境。
Web3. 0 时代,去中心化和开放连接的平台媒体重构了传播生态[20] ,粉丝得以从一个社群流向

多个社群,参与不同明星的应援实践。 同时,越来越多的新闻和事件可以被“偶遇” ,基于智能算法和

热度值精准推荐的媒介环境,形成了“新闻找到我” ( news
 

finds
 

me)效应[21] ,粉丝对海量信息的接触

进一步模糊公私之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边界[22] 。 如果说 web2. 0 时代粉丝对文化的参与仅限于

部分明星的话,web3. 0 时代,粉丝热衷于参与甚至引领各式各样明星事务的讨论、协商与解决,并且

在政治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介入。 因此,此时期粉丝的话语协商已经放置到泛情境当中,文化参与

于粉丝而言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机制而存有[9] ,无处不在。
概言之,我国的粉丝文化在 30 余年的发展中,不断表现出令人或惊讶或惊喜的一面,相继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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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隐喻、文化政治行动与平台经济双框架竞合、社会治理框架及国家管控显现三种图景。 随着媒

介可供性的提升,富有“集体智慧”的粉丝文化在这些图景的交叠中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

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跃升,使静态的“想象的共同体”转变为动态的“互动的共同体” [23] 。 如今,
基于去中心化和广泛连接,粉丝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逐渐呈现出“介入” “操弄” “抵抗”以及不止于

“参与式文化”的趋势。 这样的趋势得益于媒介技术可供性与粉丝驯化媒介的互动循环,以及粉丝持

续性争取话语空间的内生动力。

三、协商与争夺实践:叙事、情感与话语

粉丝文化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演绎形式不断拓展其外延,基于媒介可供性的跃升与集体智慧的协

作,粉丝实践从“单打独斗”到“团结协作” ,不断扩大自身话语可见性。 当下的粉丝早已超越了对明

星的简单崇拜,通过叙事的反修辞策略、规则超越的情感表达以及话语策略中的权力交换,粉丝在这

场与明星间的话语协调与争夺实践中不断形塑自身优势,呈现出一种反支配、反剥削、反服从的斗争

状态,使明星成为被支配的主体,进而凝聚出对参与式文化的超越。
(一)叙事之维:粉丝话语的反修辞策略

群体意见、群体意愿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群体行动的导火索,构成抗拒当代社会“大转型”
反向运动的一部分[24] 。 其中语言的表达,可能对世界或观念进行改造。 因为,语言不是作为镜子去

反映世界,而是作为“建筑工厂” ( construction
 

yard)建构世界。 在媒介技术演进的过程中粉丝与明星

的语言交流、话语表达是参与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建构了明星与粉丝间的独特世

界。 通过考察明星与粉丝话语中暗含的修辞较量,发现粉丝话语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对明星话语的反

修辞策略。
1. 善用修辞情境,快速反应

在传统媒体时代,无论是“明星” “追星族”还是“迷群”都来自精英文化修辞的呈现,明星通过制

造媒介产品构建出粉丝可参与的情境,将粉丝纳入自己的修辞策略中,此时明星在粉丝文化的话语

叙事中占据较高地位。 但明星所占据的话语空间与话语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星与粉丝赖以互

动的修辞情境得益于二者的互构。 起初,粉丝间共享同一套规则和话语[25] ,以群体发声的方式与明

星发生联结,形成修辞互构。 如今,持续协商并产生知识聚集与知识交换的粉丝群体,在充分汲取媒

介可供性的支撑后根据修辞情境的转换,化身为修辞者,将自己所崇拜对象的称呼建构为爱豆、养成

系,并给自身贴上了男友粉、女友粉、姐姐粉等标签。 这种由粉丝把握的修辞情境很好地将修辞者与

修辞对象进行融合互动。 我国粉丝基于特定情景对媒介环境的变迁做出适当反应,依据明星可接受

的范围为其贴标签并持续进行标签内容的互动,继而提升了本群体的话语地位。
2. 挖掘新焦点,占据主动

当下的修辞环境中不乏各式各样的群体运用平台媒体制造热点事件,吸引舆论关注。 这类现

象,一方面得益于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话语表达可见性,另一方面来源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权

利意识觉醒具体表现为认知水平提升、权利现实意识强烈、双向权利意识显现[26] 。 首先,粉丝在媒

介场域中话语表达的可见性为该群体引起关注并占据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微博为例,粉丝在明

星超话中聚集,通过“抡博”的形式病毒式地传播同一条内容将明星推至热搜榜高位,制造了#蔡徐坤

微博一亿转发量#的热搜博取广泛关注;同时,粉丝以集体智慧熟稔剧作制播规则,通过评论的方式

给明星以出演建议。 在章子怡接演《上阳赋》时,粉丝提出了六大建议劝章子怡不接这部可能因冗长

而无法火爆的剧作。 其次,粉丝以举报、投诉等形式维护特定明星权益或借此摧垮明星。 2020 年 2
月,肖战粉丝对侵害偶像形象的同人文《下坠》举报投诉,并攻击同人文网站 AO3、Lofter,致多平台关

闭。 时隔一年,吴亦凡因都美竹爆料检举其性丑闻而入狱。 当下的多种娱乐现象与娱乐事件中,粉
丝不断发明新的争议点,再塑理解事物的“语义场”以占据话语主动,形成对明星支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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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早期将修辞定义为“通过言语对心灵施加影响以达到对他人支配的权力” [27] ,修辞作为

一种“权力”隐蔽地存在着。 言语权力作为福柯“权力”中的一个特定形式,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中影响着权力的运行[28] 。 当下的粉丝文化场域中出现了粉丝与明星的修辞较量,其中的粉丝话语

表达呈现出对明星话语的反修辞实践,有效制约明星修辞反应,形成粉丝对明星行为、产品的控制与

支配的可能。
(二)情感之思:超越规则的情感表达

粉丝对明星的支配行为不仅在修辞策略上体现,作为表层的修辞支配不足以完全解释当下粉丝

对参与式文化的超越。 那么,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及指导作用的情感向我们提示了一种指

向心灵的支配方式。 社会学领域中衍生出了对情感研究的一脉,称之为情感社会学,这里借助情感

社会学的文化分析与结构分析来阐明,粉丝文化在当下具有超越规则的情感表达。
1. 从被决定的情感到能动的情感

在情感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中,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认为情感作为一种被决定和被管理的

被动客体,使劳动者只能根据感受规则塑造情感形态[29] 。 在情感规则倾向于内敛、含蓄的中国传统

社会里,大众化明星的出现给予粉丝们狂热情感表达的空间和寄托对象,即便这样,在“追星族” 时

期,粉丝情感最明显的特征仍是被文化规范所束缚、管理和建构。 2005 年湖南卫视开办的《超级女

声》节目以充满青春激情的“想唱就唱” 口号作为宣传理念,塑造出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反叛的拟

像,牵引粉丝将理想自我投射在对应“超女”身上,使粉丝的情感表达沿着节目预设的方向迸发,激发

大众投票热情,使电视节目大获成功。 但情感建构主义定论的被动情感自身存在理论基础的薄弱,
以霍克希尔德为代表的情感建构主义者将情感视为被决定的“因变量”而非具有决定力量的“自变

量” ,情感建构主义学者忽略了情感的生物学基础。 在《超级女声》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由节目产

生的粉丝参与,一方面指涉节目制作方规范下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看到情感的生物学

基础指向大脑认知与情感功能共同作用[30] 产生了粉丝情感机能激活,这种情感激活依赖于粉丝共

同在场的互动仪式。 正是在粉丝持续的互动、投票等仪式性活动中,“超女”粉丝群体情感机能不断

被激活,继而形成对“超女”持续的喜爱。
异于情感建构主义的情感社会学者关注情感对自我和社会做了什么[31] ,西奥多·肯普尔( Theo-

dore
 

Kemper)将情感视为一种对社会组织产生不同影响的能动自变量[32] 。 在参与式文化中形成深

度情绪卷入的粉丝群体很好地说明了其情感对组织产生的巨大影响。 基于传播方式的优化,粉丝群

体通过文化参与实现了情感从个体到群体的扩散,并持续加深群体内部的情感联结与传递。 柯林斯

认为,仪式具有情感生成的作用[30] ,粉丝在互动仪式中创造出共同的情感和符号,并最大化地发挥

情感互动的作用。 譬如,在偶像养成类节目播出期间,该节目明星的粉丝会自发细分为集资组、宣发

组、打投组等内部小组,围绕偶像出道形成高频次、深维度的集体性情感互动。 这种粉丝群体开展的

自愿非强制性情感劳动促进自我认同实践的生成,并不断增加特定粉丝群体的内部黏合度。
2. 从情感的文化分析到结构分析

由于情感建构主义者强调情感体验受制于个体所处的文化框架及标签定义,因此这类学者更注

重对情感进行文化分析。[30] 但在情感的文化分析之外,还存在基于情感的社会结构分析。 肯普尔认

为,个体间特定的权力地位关系,会使其带有特定的行为模式与情感,进而产生一种文化规则,它力

图通过维持这种情感模式以保护既定的社会结构性关系[33] 。 这就意味着明星与粉丝间的权力地位

关系会导致双方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和情感,继而生成一种文化规则。 当下娱乐环境中明星与粉丝

间权力地位关系我们暂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从文化规则、情感生成倒推二者的权力地位关系。 在

文化规则方面,粉丝不断作为规则的“破坏者” ,不仅在媒介产品的产出端购买并使用产品,还介入到

明星作品生产的前端,“要求”明星生产带有粉丝偏好的产品,形成对明星生产行为的操控;在情感生

成方面,起源于日本消费者研究的“镜众”概念认为,价值共振和情绪感染是镜众传播模式的核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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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镜众通过相互之间高频信息传播和影响接收搭建出产品消费购买的新路径[34] 。 当明星被祛魅

为依赖粉丝经济的作为“职业”或“劳动”的偶像时[35] ,脱离对明星狂热崇拜的粉丝,形成基于价值互

动和情绪共鸣的镜众,他们以相互之间高频信息的传播和接收搭建抵抗性的情感,这种基于粉丝特

定权力地位所产生的情感,具体表现为对明星的一种不顺从。 如 2023 年 6 月,粉丝以张艺兴长期不

回应工作室中无效宣传、无效反黑等问题,采取停更微博粉丝大 V 账号“张艺兴吧”等方式,倒逼张

艺兴响应粉丝诉求并给出解决方案。 由粉丝在文化规则与情感生成方面产生的引领性与抵抗性,我
们可以知晓,粉丝与明星的权力地位关系已不同于参与式文化时期粉丝默默递交出心理所属权的状

态,而是在权力争夺实践中形成对参与式文化的超越。
(三)话语之争:粉丝话语的策略装置

情感作为一种指向心灵的支配方式,在面向情感结构分析的社会学者眼中勾连出个体间特定的

权力地位关系。 而对于权力思想家之一的米歇尔·福柯来说,话语和权力彼此是不可分离的,根本

上,“权力和知识构合在话语之中” [36] 。 福柯认为,话语具有“形塑”主体性的能力,但具体理解这种

建构的能力应当通过力量关系场域中的一些元素、陈述或战术组( blocs
 

tactiques) [36] ,即作为策略装

置的话语来体现。 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个策略领域,其中斗争策略是权力 / 话语效果产生的关键。
通常情况下,存在三种斗争类型:“反对支配形式的斗争;反对把个体与自己生产产品分离开来的剥

削形式的斗争;反对所有把个体与自我联系起来并确保自我对他者服从的斗争” [37] 。 在话语斗争的

策略领域中,近年来粉丝的集体行动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舆论搅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粉

丝作为话语弱势群体的基础预设。
1. 去支配:从被动到能动

福柯在关注“实践与斗争”这组概念时表明,个体在理性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作为一种实

践生成。 这种主体性建构,在于我们必须想象和建构“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我们” ,以摆脱这种政治

的个体化与集体化之间进退维谷的局面[37] 。 30 多年来,粉丝的追星实践在不断建构自身主体性。
“追星族”时期,大多数粉丝通过电视节目、录音带、录像带获取明星的产品,而这些媒介产品天然带

有单向传播的特质,粉丝只能接受这些娱乐产品并将明星视作情感依托的对象,形成带有夸大社会

印象以及盲目心理倾向的“偶像崇拜” ,受制于明星施加的社会性支配与心理性支配。
此时的大众传播媒介未提供给粉丝表达喜爱的渠道,粉丝极高的热情与表达欲“无处安放” ,于

是他们利用私人生活中易接触的方式通过协商式解读“盗猎” “挪用”明星作品创作海报、同人文;尝
试给明星写信并模仿明星衣着,等等。 这些行为体现了粉丝去支配的能动性,在接受娱乐信息传播

的同时对其进行二次创作,其中伴随着高度的情感书写与情感表达。 这从粉丝主体性的建构上来

看,该群体不是机械、被动地受客观条件与其他主体支配,而是能动地利用客观条件,形成被动与能

动的统一、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历史与现世的统一。 因此,粉丝作为“现实中的个人”能够在一定物质

的、不受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38] 。
2. 反剥削:从能动到主动

仅仅在“实践与斗争”中去支配,对通俗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粉丝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媒介技术的迭代使粉丝能够更高频地接触明星作品,也能通过网络形成节点之间的连接,将可见性

进行可视化的表征,于是粉丝将传统媒体时代于私人生活中进行的不可见的劳动形式及劳动产品搬

到网上,将自己以“前进和撤退”方式玩弄文本和游戏的战术迁移到大众视野中。 这时粉丝开始有意

识地聚集并开启数字劳动,打造数字礼物。
集结成虚拟社群的粉丝在这个新兴的意义空间中开展社会交往与话语协作,粉丝以控评、转发、

打榜等形式制造数字礼物,并为明星积累社会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

在,是一种通过“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占有而获取资源的集合体[39] 。 粉丝在这种关系网络中通过无

偿劳动帮助明星占据更多综艺资源、影视资源时尚资源等而撷取更多社会资本。 从这个角度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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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粉丝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但粉丝帮助明星占有社会资本的同时也为自己形成了隐性的“象征资本” ,粉丝在平台媒体中登

录的次数、发帖的次数、帖子被点击、回复、转载的次数,这些可量化的经验值指数能够为粉丝兑换地

位、权力、关系等隐性资本。 因此,粉丝并未将自身生产的产品与自己分离开。 除此之外,粉丝在转

移喜爱对象或某明星因触犯法律,对粉丝造成“塌房”的情况时,粉丝会主动清除平台媒体中为该明

星进行数字劳动的痕迹,将劳动产品销毁,以反剥削。 因此,粉丝在为明星累积社会资本的同时,也
在丰富自身主体性的建构,这种以自身为思维对象的心灵形成了主体的能动选择和主动建构,以摆

脱剥削。
3. 反服从:从主动到引领

由于粉丝实际上是最积极、最主动的阅读者和消费者[40] ,在“实践与斗争”中不停地将先在性文

本打成碎片,根据自己臆想中的蓝图将其组合起来。 在呈现出较高媒介可供性的当下,粉丝的主动

性、主导作用愈加扩大[41] ,在粉丝文化场域中产生了对明星私人生活、明星生产活动、明星话语沟通

等方面不可小觑的影响,这些现象的出现在于粉丝将话语策略转变为“介入” “操弄”与“抵抗” 。
在追星的现实情况中,粉丝以个体超常的情感投入与圈层化的情感迸发,激发出难以忽视的“涟

漪” 。 在明星私人生活方面,粉丝开启并保持着强势介入与操弄,2019 年 8 月,王一博因电话泄露遭

到粉丝疯狂拨打,并尝试登录部分软件,导致王一博发微博请求粉丝理智追星。 此外,粉丝获取并跟

踪明星私人行程等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挤入明星的私生活,迫使明星后台前台化。 在明星生产活动

方面,大规模聚集的粉丝基于群体喜爱的投射,控制资本流向与流量风向选择自己喜爱的明星。 随

着明星被“选”出,粉丝开启了对明星作品生产的介入与操弄,粉丝群体尝试通过剧集、作品的背景调

研以及文化产业大环境对相关作品的要求,建议甚至劝服明星接或不接该作品以影响明星的经济资

本与文化资本。 因而,明星在自我展演需求与粉丝的追星期待中打造各类人设,以获粉丝支持。 靳

东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繁体诗作等形式构建老干部、文艺青年人设;江一燕晒“美国建筑师大奖”获奖

照片期待塑造“才女”人设;鞠婧祎打造“4000 年一遇的传奇美女”人设,杨超越“锦鲤”人设等。 可

见,当下的媒介社会中粉丝不断染指明星私人生活与作品生产,甚至对明星的生产活动形成了支配。
除“介入”外,粉丝话语策略愈加显现“抵抗”的意味,这种抵抗主要体现在粉丝对明星产品的抵

抗以及粉丝对明星话语的抵抗。 首先,粉丝会对不符合自己偏好的明星产品做出抵抗,当下的粉丝

不再受限于群体压力,而是积极对明星作品的优劣进行公开评价,当明星出新歌时,“难听” “难看”
等词会被庞大的粉丝群体刷上热搜榜,这种群体化展露的“抵抗”使明星基于粉丝偏好产出新作品。
其次,粉丝会对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明星话语做出抵抗,与 Z 世代“心不为物所役,身不为物所累”的特

征相关,当下的粉丝不再具有逆来顺受的态度。 2023 年,影视剧《狂飙》火爆出圈,演员张颂文的接

机队伍不断扩大,张颂文一再表示“不需要接机” ,围观拍摄的粉丝回答“没关系,你自己自在就行” ,
此类群体性话语抵抗层出不穷,使相应的明星不得不服从粉丝话语中的策略。

基于时代的变迁,政治体制、文化印记、社会背景的流变给一代代粉丝融入了新特质,当下的粉

丝群体早已远离了被动接受、能动参与的受支配时代,开启对明星生活与作品的主动引领与操弄,在
媒介技术提供的开放、平等、交互环境中形成对明星的支配,并使其服从于粉丝偏好与意愿进行文化

生产与创作。 经历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的粉丝在其与明星的关系中,不仅成了认识的对象而且在被

认识的过程中实现了主体性建构[42] 。

四、结语

本研究借助情感社会学中的结构分析、话语-权力实践中的话语策略等理论进行研究,探究媒介

技术演化下粉丝与明星间话语实践的协商与争夺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协商与争夺具体在什么层面上

使参与式文化突破了原有理论的边界。 如今的粉丝文化在高度媒介可供性支持下交叠粉丝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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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智慧” ,为粉丝与明星之间协商话语生成争夺实践搭建了底层结构。 研究发现,粉丝通过叙事

的反修辞策略、规则超越的情感表达以及话语策略中的权力交换,形塑自身在粉丝文化中的话语优

势,呈现出一种反支配、反剥削、反服从的斗争状态,使明星产生被支配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基于我国

语境中的不止于“参与式文化”的饭圈格局。
数字化浪潮下的粉丝拓展了话语表达与追星实践的边界,为参与式文化带来了诸多的可能性。

在通常意义的参与式文化中,粉丝群体以成员的相对平等性、作品的分享性和协同创造组成其核心

概念与意涵[43] 。 但在媒介技术不断提升的当下社会,粉丝基于群体的“集体智慧”与来自媒介可供

性对粉丝形成的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四方面的跃升,在参与式文化中逐渐开始脱离共享、
开放、平等和自由的特质[44] ,呈现出更加平民化、强生产者色彩与权力反转等特征[45] 。 本研究针对

粉丝文化在媒介场域中出现的话语抬升与权力反转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呼应彭兰等学者指出的参与

式文化具有脱离原有特征的趋势,同时印证了晏青等学者提出的:粉丝以更高的成就感、自我效能感

逐步具有对明星的生产能力[46] ,并且延伸阐述粉丝与明星之间的互动实践依赖于媒介技术对粉丝

的赋能与粉丝较高的知识生产与协作能力,二者的话语协调与争夺实践基于叙事策略的形塑、情感

规则的再造、策略装置的重构得以激发,而中国粉丝对话语空间的争夺在认知、情感、行为层面上拓

展了詹金斯、马特·赫尔斯[47] 、罗伯特·科兹涅茨[48] 等人所探讨的参与式文化的理论边界,形成基

于我国粉丝文化语境下的不止于“参与式文化” 。 本研究认为不止于“参与式文化”特指:极具主动

性的粉丝在熟练使用媒介技术后以群体聚集的方式形成对明星制造、生产以及生活的介入、操弄与

抵抗。 粉丝群体以积极的话语实践不断向明星争夺粉丝文化场域中的话语空间,而结构在其中的权

力斗争使粉丝成为认识的对象并实现了主体性的建构,同时,使明星产生在粉丝文化中被支配的可

能性。
嵌入本土语境中的参与式文化理论在更新与掘进的过程中,映射出后现代文化思潮下粉丝对常

规文化秩序的质疑、反叛与解构,在消费社会的图景中粉丝开始脱离“自我献祭”的图腾,以消费符号

的象征意义寄托精神世界,体现个体性格特征与诉求。 在不止于“参与式文化”的背景下,粉丝不仅

仅是“为爱发电” ,也是为自我需求“发电” 。
显然,研究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参与式文化在粉丝文化长期的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中生发出的理

论新意,但我们并非仅仅阐释参与式文化之超越,期许为旧理论焕发新生,而是同时关注了粉丝文化

中的微观实践,形成对个体发展与社会维系的观照。 随着粉丝在文娱事业中占据越来越高的话语地

位,该群体行为对明星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明星自身,而是扩大至社会层面。 基于粉丝所掌握的社会

资本与经济资本,粉丝逐渐开始具有对个人好恶、明星生产以及文娱市场等形成主导与控制的权力。
因此,经纪公司在运营中需要更加主动倾听、接纳粉丝的诉求与需要,形成明星与粉丝间良性的对话

与协商,打造广泛好评与广受欢迎的文娱产品。 与此同时,需要通过明星主动发声、主动作为,引导

粉丝在适当范围内表达诉求,尽可能避免炒作话题、煽动情绪、制造冲突、干扰舆论等现象的发生。
质言之,从现实发展来看,明星摆脱对自身话语高位的心理预期,提升个人的综合素养,注重社会文

化价值的引领角色,共情粉丝的情感,形成明星与粉丝间良性的对话与协商,是粉丝文化、文娱产业

演化的可行路径。
诚然,在不可抵挡的技术浪潮之下,粉丝与明星的话语协商与争夺实践仍将在媒介场域中不断

上演,参与式文化仍旧拥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本研究针对中国粉丝文化凝练出的不止于“参与式文

化” ,在推及他国参与式文化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粉丝文化议题的研究者可以超

越既有的“主从”二元论视角,对明星与粉丝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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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terativ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certain
 

renewal
 

significance
 

for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and
 

the
 

diverse
 

discourse
 

practices
 

of
 

fan
 

culture
 

in
 

mediated
 

society
 

add
 

new
 

possibilities
 

to
 

par-
ticipatory

 

culture. This
 

new
 

possibility,brought
 

about
 

by
 

the
 

interweaving
 

of
 

media
 

availability
 

and
 

fan
 

" col-
lective

 

intelligence" ,is
 

a
 

metaphor
 

for
 

the
 

" transcendence"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course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
 

practices
 

of
 

narrative,emotion
 

and
 

strategic
 

devices
 

in
 

fan
 

culture,
and

 

finds
 

that
 

in
 

the
 

decades
 

of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the
 

continuou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of
 

fan
 

groups
 

has
 

transformed
 

fans
 

from
 

empowered
 

" conductors"
 

to
 

intervention-led
 

" charged
 

bodies" . The
 

discourse
 

negotiation
 

in
 

fan
 

culture
 

has
 

expanded
 

from
 

a
 

specific
 

context
 

to
 

a
 

pan-context,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 intervention" ," manipulation"
 

and
 

" resistance"
 

to
 

star
 

manufacturing,production
 

and
 

life,dominated
 

star
 

labor
 

production,and
 

enabl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al
 

practice
 

with
 

fans
 

as
 

the
 

power
 

subject,forming
 

more
 

than
 

" participatory
 

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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